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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

双击自动滚屏  

    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工商企业和军事、文教事业――即“洋务事

业”；同时，这些洋务事业中，又聚集了一批从事新式科技、文化活动的新型知识分子――即洋务知识分子。洋务

知识分子适应洋务事业对新式技术、文化人材的需求而产生，并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洋务事业是他们立足

的基础，他们的命运与洋务事业紧密相连。同时，他们作为活动于洋务事业中的一支新生力量，作为洋务事业中新

经济、文化因素的代表，对洋务事业也发生了一定影响，在洋务事业的创办和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一、兴办洋务事业的倡导者  

  洋务官僚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从镇压人民反抗、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封建统治着眼的。因此，他们的主要目

标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增强军事武装力量。他们所办的洋务事业多是军事方面的。洋务知识分子从谋求民族强盛

的立场出发，对洋务官僚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和洋务事业发展缓慢的状况感到不满。他们希望更多地兴办新式工商、

文教等社会进步事业。一些人直接向洋务官僚提出建议，促成新事业的创办。在洋务运动三十多年间陆续兴办的一

系列洋务事业中，有一些（尤其是民用工商和文教事业）就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议下创办的。  

  著名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曾留学美国、后参加洋务活动的容闳，便是最早的倡议者之一。他在

上海官署任译员期间，目睹外国轮船公司垄断长江水运，对中国客货随意加收费用，使中国商人大受其害。他深切

感到应当成立中国人自己的轮船公司，以保护华商的利益，抵制洋商的欺压。在1867年（同治六年）左右，他分别

向上海海关道应宝时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自办轮船公司的建议，主张“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

成”。他拟定了详细的章程，规定招集华商、合股经营，不许外人入股。并仿照西方企业办法，规定了股份数目、

管理办法、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方法等等。〔1〕他把这份建议上呈应宝时，通过他转呈曾国藩，曾国藩也认为有可

采行，因此又上至总理衙门。然而，由于这个章程太像西方企业的内容，以至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怀疑有洋人或买办

插手其间，未敢贸然允行，以至因循未成。1872年（同治十一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重提轮船招商之议，他在函奏

中屡次提及五年前容闳的建议和所呈的章程，并决定仿照容闳等人提出的办法，由官设局，招集华商集股经营。

〔2〕中国第一个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它的最终创设，主要系于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基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容闳等人的首倡，也未始没有起到一种开源启流的作用。  

  兰州织呢局，是由追随左宗棠的制造技术人员赖长提议设立的。1877年（光绪三年），随左宗棠军营主持兰州

机器局制造工作的赖长，利用当地所产羊毛，“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他把所织洋绒呈给左宗棠验看，左宗

棠十分欣赏，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3〕可供军队需用。赖长便提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

全付，到兰仿制”。〔4〕左宗棠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着手访购机器，筹备建厂，于1880年（光绪六年）建成开

工。  

  除了工商企业之外，新式文化教育事业是洋务知识分子注重的另一个方面，有些文教事业是在洋务知识分子倡

议下创办的。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学习外语学堂的建议，是首先由开明士人冯桂芬提出来的。咸丰末年，冯桂芬在上

海接触洋人，阅览西学书籍，对西国西学有了较多了解，认识到中外交涉的长远性和重要性，并提倡“采西学”，

他根据上海、广州两口在对外交涉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

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肆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兼习算学”。〔5〕这时京师同文馆尚未开办，冯桂芬

只是个退职翰林，所提建议既属首创之举，又涉及到敏感的中外关系，希求苟安的地方官自然不会采纳。不久，总

理衙门议设京师同文馆，冯桂芬受到鼓舞，又撰文重提这一建议，他认为“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



件则二海口（按指上海和广州）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他提议：“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

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募近郡年十五岁以下之颖悟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6〕以培养适应两大通

商海口需要的翻译人材。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到上海后，招聘冯桂芬为幕僚，赞助洋务，冯又向李鸿章提出

了这个建议，李鸿章欣然采纳，决定上奏朝廷。从奏折与冯桂芬原撰文基本相似这一点来看，这篇上奏即使不是冯

桂芬亲笔草拟的，至少也是以冯的文章作为底本的，获得批准后，上海、广州相继设立了同文馆，与京师同文馆遥

相呼应，成为第一批洋务新式学堂。由于冯桂芬对上海同文馆的首倡之功，该馆设立时，特聘他为首任监院。〔7〕 

  中国近代官方派遣留学的先声――120名幼童留学美国，是容闳倡议并极力促成的。容闳在为江南制造局购办机

器回国后，受到曾国藩的嘉许，留聘他在江苏省官署作译员。他便利用接触大员的机会，谋求实现自己怀之已久的

“教育计划”。1867年（同治六年），他趁陪同两江总督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的机会，当面向曾建议在局中附设

兵工学校，以培养制造人材。此议得到曾国藩的首肯，不久遂得实行。〔8〕容闳见到自己的“教育计划”初步尝

试，获得成功，爱到很大鼓舞。后来，他又向刚升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了派遣留学计划，力言此举日后当收大

效。丁日昌是思想比较开明、勇于任事的洋务官僚，听后甚为赞许。由于派遣留学从无先例，事关重大，要靠中枢

大臣之力方能促成。于是丁日昌当即决定让容闳写成详细说帖，他代为上之于权位仅次于恭亲王奕的军机大臣文

祥，请其代奏。但恰逢文祥“丁忧”离职，容闳的满心希望遂化为泡影。后容闳仍不泄气，每次因公谒见丁日昌

时，都要提起这一计划，恳请在曾国藩面前为之转呈。直至三年之后，他随丁日昌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

案”，又趁大僚聚集之机，催促丁日昌向曾国藩重提留学计划，终获曾国藩同意，答应与其他大员联衔入奏。容闳

半夜被丁日昌唤醒告之此消息，他欣喜若狂，后经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会奏，获得旨准。容闳的“伟大教育计划”

终得实现，而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留学教育也自此创始。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运动中一个最大的翻译西书机构。这个翻译馆的创设和经营，是与著名化学家、制

造专家徐寿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徐寿在从事洋务制造事业的实践中，鉴于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急迫需求，以及中西科

技水平的悬殊差距，感到介绍和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十分必要。他在1867年（同治六年）刚来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不

久，便向曾国藩提出广购西书，组织翻译的建议。但是曾国藩认为他过于急切，在批文中以训斥的口吻写道：“外

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9）他对

徐寿等人的译书能力表示怀疑，认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徐寿出于对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强烈愿望和责任

感，仍然不放弃努力，他争得了制造局总办的支持，请求曾国藩允其小试，开始聘西人，购西书，翻译馆终于在

1868年（同治七年）正式开馆。〔10〕徐寿担任翻译馆的“提调”，总管译书事务，并亲自参加译书工作。后来参

加译书的人员虽屡经更替，流动不定，但徐寿直至1884年（光绪十年）逝世，一直专心致力于这项工作，没有离开

过翻译馆。  

  除了这些在洋务知识分子直接建议下产生的洋务事业之外，洋务知识分子对其他一些洋务事业的创办，也往往

通过建议、提倡、宣传、游说等方式，起到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例如，铁路和电报事业的产生，洋务知识分子就

曾为之作过呼吁和宣传。铁路和电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式开办之前，曾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初不但守旧官僚

反对，连一些办洋务的官僚也持否定态度。创办天津机器局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认为：“铜线（按即电线）铁路二

事，……于中国毫无所益，而徒贻害于无穷”。〔11〕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也表示：电线、铁路“此两事大有益

于彼（按指外国侵略者），大有害于我”。〔12〕因此，围绕铁路、电报是否创办，一直争论不休，拖延未决。洋

务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提倡兴办。1879年（光绪五年），在官僚们就是否修建铁路而激烈争论之时，正在法

国任职外交并留学的马建忠，在给国内大僚及友人的函文中，曾屡撰长论，主张尽速建造。他列举各国铁路的巨大

作用，疾呼“火轮车惟中国可行，惟中国当行，且惟中国当行而不容稍缓”。〔13〕并据当时国库贫乏的状况，提

出借外债以建铁路的具体办法。这样，由于包括洋务知识分子在内的有识之士的呼吁和影响，促使洋务官僚改变了

态度，导致了八十年初铁路、电报事业相继产生。  

  然而，洋务知识分子毕竟只是洋务官僚的附庸和工具，他们的意愿、建议只有被洋务官僚接受采纳，才能间接

地发挥作用。而洋务官僚控制着洋务事业的大权，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决定行止，对洋务知识分子的建议只

是有选译的采纳。所以，经洋务知识分子直接提议而最终得以开办的洋务事业只是少数。洋务知识分子更多的主

张、建议得不到实现。如马建忠在1878年（光绪四年）便鉴于外交人员的缺乏，提议设立专门的“出使学堂”，并

拟定了详细章程，但却一直没有实现。〔14〕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积极提倡发展工商的许多建议，也不被理睬。  

     二、洋务事业的基本技术力量  

  首先，洋务技术人员在洋务企业的实际创办活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洋务运动中最早创办的企业是军工厂局。自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始，至60年代末，仅

十年间，就先后在上海、苏州、南京、福州、天津、西安等地设立过大小制造厂局近十所，七、八十年代，又陆续

设立了近十所。〔15〕这些军工厂局是中国近代官办工业的带头企业，它们的首先创办，为其他工矿、交通事业的

产生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这些军工企业，虽然是适应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产生的。但是，由于它们从性质到形式，都与传统社会格

格不入，而且牵扯着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关系，因而，它们的创办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特别是技术人员和技术问

题，几乎是所有这些企业创办时期遇到的困难。  

  一些洋务官僚在创办企业时，为避嫌忌，往往不愿雇请洋技师，而希望由本国人承担技术工作。即使是聘用了



洋技师，为了便于控制，也往往安排本国的技术人员予以牵制。因此，是否搜罗到技术人员，往往成为一些企业开

办与否的决定性因素。1861年（咸丰十一年）夏，曾国藩正在督军与太平军激战，攻打安庆，主持总理衙门的奕等

人筹划购买外国枪炮及学习制造事宜，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回函表示赞同，并具体规划：“购成之后，访募

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16）他不但这样考虑，而且开始付诸行动。他命令部下四处访募

制造人才，平到半年，搜罗到徐寿、徐建寅、华蘅芳、吴家廉、龚芸棠等通晓算造的人士，在安庆军械所内开始了

仿造轮船和洋式枪械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批技术人员，仿造工作才得以开始，而且由于没有雇请洋人，军械

所虽开创仿造洋船洋枪的先例，却并没有遇到什么政治和舆论方面的反对。后来，曾国藩还屡屡以全用华人、不用

洋匠来自相夸耀。1869年（同治八年）福州设立机器局，1874年（同治十三年）广州设立机器局，也都是由于有赖

长、温子绍等技术人员全面主持技术工作才得以设立的。这两个机器局也都没有雇用洋人，这大概是促使当地官员

立意创办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当时用洋人是很容易遭到守旧派和舆论攻击的。  

  这些第一批进入洋务企业的技术人员，为这些企业立下了初创之功，他们因而也被洋务官僚视为人材之宝，各

地创设制造局时，往往争相商调他们前来主持。徐寿是制造元老、化学专家，以主持造成第一艘轮船而名扬于世，

是首屈一指的技术人材。因而，“山东、四川仿设机器局，争延聘寿主持其事，以译书事尤急，皆谢不往，而使其

子建寅、华封代行。大冶煤铁矿、开平铁矿、漠河金矿经始之际，寿皆为臂书规制，购器选匠，资其力焉”。

〔17〕温子绍也由于主持广州机器局制造事宜，颇多成绩，“名闻迩，山东、江苏、云贵、越南等处争欲罗致”。

〔18〕1872年（同治十一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开办机器局，就咨调福州机器局的技术人员赖长来主持创办。

〔19〕山东巡抚丁宝桢1873年（同治十二年）欲在山东设立机器局，他民族感很强，不愿雇请洋人，便四处搜罗主

持办局的技术人材，先后商调广州机器局的温子绍、沪局的徐寿等，均未成功。直至三年后，才调来了徐寿的儿

子、青年技术专家徐建寅。徐从采购机器物料、建造厂房到布置装配机器、指导制造等均一手主持，没有雇请洋

人，前后历时四年，待一切告竣后他才离开山东。〔20〕丁宝桢后调任四川总督，又调山东机器局的主要技术人员

曾昭吉主持创办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创办时，也是从其他厂局调来技术人员主持的。  

  在这些较早的军工厂局的创办中，洋务技术人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像安庆、福建、兰州、广州、山东、四

川、吉林等机器局，都没有雇请洋人，完全是由洋务技术人员主持创办并主持制造工作的，此外，像上海江南制造

总局、天津机器局等较大的厂局，虽然是雇请洋技术专家主持创办，但也同时委派洋务技术人员总管其事或分任辅

助性技术工作。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中第一支技术队伍是在早期创办的一批军工企业里产生的，他们为这些企业的

创办作出了贡献。  

  洋务技术人员所作的技术工作，为洋务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初期的洋务军工企业，大多是由前期的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制造工作的，在没有洋技师指导的条件下，他们

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才能，以比较简陋、落后的手段，制造出了最初的一批产品。  

  徐寿等人在1865年（同治四年）制造成功的第一艘机器轮船――“黄鹄”号，是洋务运动中制造成功的我国第

一艘大型轮船。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安庆军械所开始研制西式机器轮船。他们参照

翻译过溃鸫的技术书籍、图纸，首先花了三个月时间，试制成了汽机模型。他们曾把这个模型送到曾国藩处表演。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演试的情形：“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验，其法以

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

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

我以其所不知矣”。〔21〕汽机模型试制成功后，徐寿等人便开始着手试制轮船，经过反复试造，终于在三年后造

成了“黄鹄”号轮船。这艘木质明轮船载重二十五吨，长五十五华尺，高压引擎，单汽筒，〔22〕每小时约行二十

里。〔23〕这是我国独立设计制造成功的第一艘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  

  徐寿、徐建寅父子，以及华蘅芳等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后，被派主持继续造船，数年间又陆续造成了“惠吉”等

七艘轮船。〔24〕他们还自制成功强水、棉花药、汞爆药等。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王世绶和后来总办湖北钢药厂的

徐建寅，还先后研制成功了当时国际上也属比较先进的无烟火药，使我国的火药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25〕使这

些制造弹药的重要材料不再单纯依赖外国。  

  主持广州机器局技术工作的温子绍，“精于机器”，“深谙西法”，不雇用洋人，六年间便主持造出了枪炮以

及“火箭”、水雷各项，“无不合用”。其中“格林炮一项，灵巧不让外洋，而价值则减大半，是以直隶各省纷纷

来粤购办”。〔26〕他还主持自制成内河小轮船十六号，并试造成供守海口的“蚊船”（即炮舰）。〔27〕  

  山东机器局技术人员曾昭吉，独立仿制成英国新式后门枪百余杆。后来他主持创办四川机器局，仍然不用洋

人，仿造成外洋枪炮火药等，并创制成水轮机，代替蒸汽机作动力，经费可比锅炉火力省至一半。〔28〕  

  但是，这些由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的制造工作，毕竟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并且间用手工，因而所出产品往往

或质量较差，或成本较高。如曾昭吉在山东机器局虽然仿造成英国新式枪一百多杆，造价也比向外国购买节省一半

多，但质量却低劣。李鸿章的淮军在演试山东局所造枪枝时，发现“机簧不灵，弹子不一，准头不远”〔29〕等毛

病，因此后来并没有大规模投入生产。曾昭吉后来在四川机器局又曾造枪，仍由于机器不全，间用手工，故零件大

小厚薄不均，演放时因枪筒大小不一而多有走火，或不能合膛，而且用费已超过外购价，因而不得不停止铸造枪

枝，而只造弹药。〔30〕  

  赖长在福州机器局时，也曾试造枪炮但因既不合式，造价又高，不得不停造。〔31〕赖长在兰州试织成洋绒

后，由于“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32〕而且“水轮机不及洋制火轮为速”，〔33〕毕竟比不上外国现



成机器，便呈请左宗棠向外洋购办全付织呢织布火机，并雇请了六个德国技师和工匠督工生产。但终因质量低而成

本高，三四年后也不得不停工裁撤。〔34〕  

  由于这些由洋务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的洋务企业技术水平较低，所以往往只能造一些较简单的物品，如子弹、炮

弹以及器械零件等。而那些制造枪、炮、轮船等较大的厂局，则只有雇用洋人主持技术工作。  

  到洋务运动中后期、洋务学堂毕业和留学回国的洋务技术人材逐渐成长，由于他们受过比较正规、系统的专门

技术教育，技术水平较高，更加专门化，他们逐渐承担起一些比较重要的技术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就。  

  福州船政局在1874年（光绪元年）以前，一直是雇佣法国技师主持造船，七年中共造成大小十五艘轮船。后

来，陆续辞退了大部分外国技师和工头，由船政学堂毕业以及留学欧洲的技术人员主持技术设计和制造，截止到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共计成船十九艘，其中1877年造成第一艘铁肋兵船“威远”号，配备七百五十匹马力的

轮机，据说制造水平相当于外国新式兵轮。1882年造成的第一艘铁肋巡海快船（即巡洋舰），其速率每小时约驶行

一百里，全船装备情况，“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35〕1887年又造成铁甲船

“平远”号，“船式精良，轮机灵巧，钢甲坚密，炮位整齐”。〔36〕这些船式，都是欧洲创制未久的，成船过程

中一切设计、绘图、制造等都由自己培养的船政学生承担主持。〔37〕后来，由于经费缺乏，经营不力，技术人员

虽曾屡次呈请造新式船，但不被批准，所成船则大多是循照旧制，技术上再未有什么新突破。工程松弛，成船日

稀，人多闲旷，也导致了技术人员技术素质的停滞落后，以至后来又不得不再请洋技师来主持。〔38〕尽管如此，

他们主持造成一批船舰，陆续补充沿海布防，使得福州船政局仍不失为洋务运动中办得较有成绩的大型制造企业，

为我国近代造船业奠定了基础。  

  留美幼童詹天佑1881年（光绪七年）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回国后，有七、八年的时间一直用非所学。后

来由留美同学的介绍，才得以入伍廷芳主持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詹天佑督修

从古冶到滦州的铁路，升任分段、总段工程师，铁路修至滦河，因为水流湍急，雇请的日本、德国工程师先后打桩

失败，詹天佑便毅然承担此任。他经过仔细勘测，改变桥址，参照中国传统打法，配以机器打桩，终于顺利奠定桥

基，完成了滦河大桥工程。此举使外国工程师深为震惊，不得不承认和佩服詹天佑的技术才能。1894年（光绪二十

年），年仅三十四岁的詹天佑被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为委员，他优秀的技术才能获得了国际科技界的承认，成为我国

第一个获国际承认的技术专家。〔39〕  

  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增强军事实力，是洋务官僚发起洋务运动的直接目的。在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中，洋务军事

技术人员起了重要作用。  

  陆军和改革，主要是以洋枪洋炮代替旧式装备，并以新式战阵战法进行训练，这些都需要相应的技术知识。最

初各省一般都是聘请洋教官进行教练。八十年代后，陆军学校相继设立，培养了一批教官，逐渐成为新式陆军中的

技术骨干力量。但是，由于陆军各支沿袭旧属，积重难返，因而新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发展缓慢。  

  与陆军相比，海军新技术力量的成长则是比较快的。近代海军以机器轮船、新式军舰为基本装备，技术水平比

较高，需要配备相应水平的驾驶、操作等技术人员。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制造和购买了一批新式兵船后，船政学堂

培养的驾驶学生也陆续被分派任用。1874年（光绪元年）以后，清政府加紧了建设海军的活动，兵船数量日益增

多，主要驾驶技术人员也是船政学生以及后来设立的其他海军学堂的学生。  

  北洋海军是规模最大的一支海军，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成军时，共拥有各类船舰二十五艘，武职官弁三百

一十五员额，已经是一支基本配套、阵式整齐的近代海军。北洋海军虽然也聘有外国技术顾问，但大小官弁已基本

上由国内人材配备齐全。各主要船舰的管带、管轮、副管驾、大副等主要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船政学堂的早期毕

业生，有的还是留欧专学驾驶而学成归国的。〔40〕各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形成了北洋海军的基本技术队伍，标志着

北洋海军的技术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正由于北洋海军的装备的技术人员配备比较先进、规整，李鸿章才把它作为

自己搞洋务最有成效的“杰作”，以奇货自居，大加吹嘘，倍加爱护，当作自己邀名搅权的一笔重要资本。  

  洋务工商事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科学技术是这种经济因素的重要组

成部分。洋务事业中的科技人员，担负着一定的技术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逐渐成长为洋务企业的基本技术力

量，他们是近代科技文化的代表，对洋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洋务官僚的束缚，洋务4业经营的

腐败，发展缓慢，使他们难以充分发挥专长，提高技术，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作用。  

  洋务知识分子在洋务事业中从事新式科技、文化活动，他们代表了新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发展的要求，促进了洋

务新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新经济、文化因素的成长。他们的这种价值在对洋务事业创办和发展的作用中可以

明显地反映出来。可见，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作为标志时代进步的近代新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只是少数洋务

官僚的独占之功，其中还有这些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许多功绩，这些是历史所不会忘记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

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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